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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犹太人对近代早期跨大西洋贸易的参与
*

艾 仁 贵

内容提要 地理大发现后，以塞法尔迪人为主的港口犹太人通过广阔经济联系形成的
贸易网络参与到新兴的大西洋经济体系之中，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6—18 世纪，穿
梭在各大殖民帝国之间的港口犹太人在国际贸易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其活跃范围包括欧
洲、地中海、美洲、西非乃至印度洋等地区，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交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
们主要从事与殖民地有关的贸易活动，尤其是奴隶、蔗糖、烟草、钻石贸易等。作为殖民扩
张与海外贸易的中坚力量，港口犹太人通过对跨大西洋贸易的参与推动着不同文明之间的
交流与互动，反过来又为犹太民族获得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与经济机会。

关键词 犹太人 跨大西洋贸易 大西洋经济体系 跨文化交流 全球化

从地理大发现到 18 世纪末的三个世纪(1492—1800)是早期全球化的孕育期，通常被学界称为
“第一次全球化时代”( the First Global Age)。大航海时代开启了跨洲际的人种与物种交流，新旧世
界的不同文明之间自此进行着持久的交流与碰撞。这一时期也是海洋的时代，世界经济轴心从传统
的陆路转到海洋，海洋成为连接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的主要渠道。大西洋经济兴起之时，大批塞法尔
迪犹太人①正处于被驱逐的过程中，他们随着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的海洋扩张而参与到新兴的大西

洋经济体系中。为了摆脱宗教迫害和追求经济机会，许多塞法尔迪犹太人离开伊比利亚半岛前往地
中海和西北欧的港口城市，随后又向西跨越大西洋，来到巴西、墨西哥、秘鲁等西、葡在美洲的殖民
地，之后又扩展到荷、英、法在美洲的殖民地，从而初步形成连接新旧大陆的洲际性海洋贸易网络。

以塞法尔迪人为主的港口犹太人②遍布于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等海域的重要港口城市和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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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犹太通史”(项目批准号:15ZDB060)的阶段性成果。
“塞法尔迪”(Sephard)一词源自希伯来语“Sefarad”，原意为“富庶之岛”，《圣经》中以该词指称物产丰富的伊比利亚半岛，
引申指源自该地区的犹太人及其后裔，以区别于中欧地区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1391 年伊比利亚半岛开始的强制受洗运
动，导致大批犹太人被迫改宗而成为“新基督徒”(cristiano nuevo)，可是，不少改宗者虽对外宣称为基督徒但在私下仍秘密
遵守犹太教的生活方式，这些秘密犹太人被旧基督徒贬称为“马兰诺”(Marranos，意为“猪猡”)。1492 年西班牙王室颁布驱
逐犹太人的法令，致使塞法尔迪犹太人及其后裔流散开来，尤其是进入地中海和大西洋地区。基于共同的伊比利亚起源和
血缘联系，塞法尔迪犹太人与由其后裔构成的马兰诺和新基督徒，形成了密切的亲族关系纽带和商业联系网络。本文所研
究的港口犹太人，除塞法尔迪犹太人以外，还包括马兰诺和新基督徒等群体。
“港口犹太人”(Port Jews)的概念最初由学者路易丝·杜宾与大卫·索金于1999 年提出，特指 1492 年西班牙大规模驱逐犹太人
后到 18世纪末活跃在地中海与大西洋乃至印度洋海域、主要从事跨地区海洋贸易的犹太人。参见路易丝·杜宾《哈布斯堡的
里雅斯特的港口犹太人:绝对主义政治与启蒙文化》(Lois C． Dubin，The Port Jews of Habsburg Trieste: Absolutist Politics and
Enlightenment Cultur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大卫·索金《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港口犹太人》(David Sorkin，“The Port
Jew: Notes Toward a Social Type”)，《犹太研究杂志》(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第 50卷，1999年第 1期，第 87—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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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阿姆斯特丹、利沃诺、伦敦、波尔多、纽约、苏里南、圭亚那、库拉索、巴巴多斯、牙买加、累西腓等)，

从而在从事殖民扩张与海洋贸易活动方面有着天然的便利。

遍布于新旧大陆重要贸易中心的港口犹太人积极参与到空前的殖民扩张活动中，几乎参与了近

代早期跨大西洋贸易的所有类型，包括香料、奴隶、蔗糖、烟草、钻石、珊瑚、兽皮、可可等，尤其在奴
隶、蔗糖、烟草、钻石贸易中占有突出地位，因而在崛起中的大西洋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作为一个世界性散居民族，犹太人在近代早期殖民扩张、跨文化交流乃至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
中起到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基于此，对犹太人参与近代早期跨大西洋贸易问题的探讨成为一项国

际性议题。著名学者桑巴特在 1911 年出版的《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中，率先关注了犹太人在美
洲殖民地开发中的作用。① 随后，布鲁姆对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经济活动尤其是殖民活动进行了系
统研究。② 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学者关注了犹太人在巴西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地区
等地的经济活动。③ 这些研究基本都集中在某个国家或地区，而没有对犹太人参与殖民扩张、跨大西
洋贸易的整体情况进行研究。

20 世纪末，有关犹太人参与跨大西洋贸易的问题开始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具体以两次
国际学术会议为标志，即为 1997 年布朗大学举办的“犹太人与欧洲在西半球的扩张”学术会议和
2005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大西洋的流散社团”学术会议。④ 以此为契机，学界涌现出了一
系列有关的论著，使得犹太人与跨大西洋贸易的关系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本文在充分吸收国际
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奴隶、蔗糖、烟草和钻石等跨大西洋贸易的主要类型为例，考察并
分析港口犹太人对跨大西洋贸易的参与程度，以期揭示犹太人在近代早期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一、奴隶贸易

在近代早期的大西洋世界，奴隶贸易是重要的全球经济交换方式。目前学术界对于犹太人在奴
隶贸易中的作用及地位，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一种是由伊斯兰民族协会推出的《黑人与犹太人
之间的秘密关系》，⑤该书认为犹太人在奴隶贸易中的参与程度特别高，犹太商人在美洲所有殖民地
(法国、英国或荷兰)的奴隶贸易中“都发挥着主导作用”，并指责犹太人是“黑人大屠杀”(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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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巴特著，艾仁贵译:《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
赫伯特·布鲁姆:《17、18 世纪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经济活动》(Herbert I． Bloom，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Jews of
Amsterdam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肯尼卡特出版社 1937 年版。
阿诺德·维兹尼泽:《殖民地巴西的犹太人》(Arnold Wiznitzer，Jews in Colonial Brazil)，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0 年版;以
撒·伊曼纽尔、苏珊娜·伊曼纽尔:《荷属安的列斯的犹太史》( Isaac S． Emmanuel ＆ Suzanne A． Emmanuel，A History of the Jews
of the Netherlands Antilles)，美国犹太档案馆 1970 年版;斯蒂芬·富尔顿:《商人与犹太人:对英国西印度商业的争夺，1650—
1750》(Stephen A． Fortune，Merchants and Jews: The Struggle for British West Indian Commerce，1650 － 1750)，佛罗里达大学出
版社 1984 年版。
这两次学术会议在会后都将论文结集出版，可参见保罗·贝纳尔迪尼、诺尔曼·菲尔灵编《犹太人与欧洲在西半球的扩张，
1450—1800》(Paolo Bernardini ＆ Norman Fiering，eds．，The Jews and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in the West，1450 to 1800)，伯格哈
恩图书公司 2001 年版;理查德·卡甘、菲利普·摩根编《大西洋的流散社团:重商主义时代的犹太人、改宗者与秘密犹太人，
1500—1800》(Ｒichard L． Kagan ＆ Philip D． Morgan，eds．，Atlantic Diasporas: Jews，Conversos，and Crypto-Jews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1500 － 1800)，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伊斯兰民族协会:《黑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秘密关系》(The Nation of Islam，The Secret Ｒelationship Between Blacks and Jews)第 1
卷，伊斯兰民族协会历史研究部 1991 年版，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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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caust)的主要推手。该书搜录了犹太人参与奴隶贸易的各种记载，把奴隶贸易的主要矛头指向犹
太人。犹太学者认为，该书肆意挑拨犹太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视之为反犹书籍。因此，该书被称为
“新反犹主义的《圣经》”( the Bible of the new anti-Semitism)①。另一种是以塞默尔·德雷舍尔
(Seymour Drescher)为首的犹太学者，②强调犹太人的角色并不重要、最多是从属性的，认为 16、17 世
纪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主要机制及从事此项贸易的所有大型公司，都是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

英国等基督教统治者组织和领导的。在占据全部奴隶贸易几乎 90%份额的四大最主要的奴隶贸易
活动(17 世纪末与 18 世纪的英国与法国、18 世纪与 19 世纪的巴西与古巴奴隶贸易)中，犹太人的地
位都是十分边缘性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可以说，几乎从大西洋奴隶贸易兴起一开始，就存在犹太人的身影。在伊比利亚半岛，接受强制
皈依的犹太人被取消了之前强加给他们的职业限制，新基督徒和马兰诺得以进入奴隶贸易领域。其
中，里斯本、塞维利亚是其参与此项贸易的主要基地。随着新基督徒和马兰诺迁移到欧洲其他港口城
市、美洲殖民地以及西非地区，他们开始直接参与到西班牙、葡萄牙的奴隶贸易活动当中。罗伯特·斯
特恩指出，犹太商人在波尔多通过参与奴隶贸易而在当地社团产生影响。“波尔多当地有大量的犹
太商人参与到奴隶贸易中。……有两大犹太家族，加迪斯与门德斯家族，在整个 18 世纪参与进来。

这两大家族都是葡萄牙起源的，两者都成功地克服了当地的敌视而在波尔多商业社团中获得了显著

地位。”③

在英国和法国，犹太人虽然对当地奴隶贸易的参与程度不高，但在英、法殖民地仍出现一些从事
奴隶输入贸易的著名犹太商人，投资从事奴隶贸易的公司并且拥有奴隶贸易船。罗德岛的纽波特港
是新英格兰地区主要的奴隶贸易中心之一，当地 184 条大型船只中有一半用于奴隶贸易。纽波特的
犹太商人亚伦·洛佩兹(Aaron Lopez)与雅各·里维拉( Jacob Ｒ． Ｒivera)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从事奴隶
贸易的主要代表，他们在 1761 年至 1774 年向西非海岸派出了 14 艘运送奴隶的船只。④ 1763 年 1

月，洛佩兹与里维拉派遣“格雷伊猎犬”号(Greyhound)双桅帆船到几内亚，搭载了 134 名奴隶，将他
们卖到查尔斯顿。1765 年，又派出“贝特赛”号(Betsey)与“非洲”号到几内亚，“贝特赛”号携带着
1300 加仑的朗姆酒及其他制成品。到美国革命前，洛佩兹拥有全部或合伙从事奴隶贸易的船只达三
十余艘。18 世纪 70 年代，洛佩兹每年进口 250 名到 300 名奴隶，大多数被卖到西印度群岛与查尔斯
顿。⑤ 纽波特其他从事奴隶贸易的犹太商人还有以撒·埃利泽尔( Isaac Elizer) 和撒母耳·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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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文·佩里、弗雷德里克·施韦策:《反犹主义:从古至今的神话和憎恨》(Marvin Perry ＆ Frederick M． Schweitzer，
Antisemitism: Myth and Hat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帕尔格雷夫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2005 年版，第 251 页。
塞默尔·德雷舍尔:《犹太人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地位》(Seymour Drescher，“The Ｒole of Jews in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移民与少数群体》(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第 12 卷，1993 年第 2 期，第 113—125 页。类似观点的还可参见大
卫·戴维斯《奴隶贸易中的犹太人》(David B． Davis，“Jews in the Slave Trade”)，杰克·萨尔兹曼、康内尔·韦斯特编《应许之地
的斗争:美国的黑人—犹太人关系》( Jack Salzman ＆ Cornel West，eds．，Struggles in the Promised Land: Towards a History of
Black-Jewish Ｒ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5—72 页。
罗伯特·斯泰因:《18 世纪的法国奴隶贸易》(Ｒobert Stein，The French Slave Trad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威斯康星大学出
版社 1979 年版，第 159 页。
弗吉尼亚·普拉特:《“勿忘几内亚航行”:纽波特商人亚伦·洛佩兹的奴隶贸易》(Virginia B． Platt，“‘And Don’t Forget the
Guinea Voyage’: The Slave Trade of Aaron Lopez of Newport”)，《威廉与玛丽季刊》(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 32 卷，
1975 年第 4 期，第 601 页。
奥斯卡·雷斯:《殖民地美国的犹太人》(Oscar Ｒeiss，The Jews in Colonial America)，麦克法兰公司 2004 年版，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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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Moses)等人。费城的大卫·弗兰克斯(David Franks)、查尔斯顿的以撒·达·科斯塔( Isaac da
Costa)，也都是奴隶的大规模输入者。在英属殖民地牙买加，主要从事奴隶贸易的犹太商人有大卫·

亨里克斯(David Henriques)、海曼·利未(Hyman Levy)，尤其是亚历山大·林多(Alexander Lindo)，他
是 1782 年至 1792 年牙买加当地奴隶的主要输入者。① 在法属殖民地，著名的加迪斯家族成员也频
繁将奴隶从西非运至圣多明各等地。有记载表明，亚伯拉罕·加迪斯拥有至少26 艘商船用来将奴隶
从非洲运至库拉索及世界各地，每年将 2000 名奴隶运往路易斯安纳。② 在法属马提尼克，1683 年 94

名犹太人拥有 132 名奴隶，1685 年瓜德罗普的 200 名犹太人拥有 900 名奴隶。③

犹太商人在荷属西印度公司具有重要地位，他们积极参与到该公司的殖民贸易中，尤其在荷属

殖民地(巴西、库拉索、苏里南等)的奴隶贸易活动中十分活跃。塞法尔迪人构成荷属巴西累西腓当
地欧洲白人人口的一半左右，构成苏里南和库拉索当地欧洲白人人口的 1 /3。在荷兰统治巴西殖民
地时期(1630—1654)，犹太人积极参与了当地的奴隶贸易活动，他们主要通过西印度公司开展奴隶
贸易。“恰好现款大多数都控制在犹太人手中。出现在拍卖市场上的买主几乎都是犹太人，由于缺
乏竞争者他们得以以低价买入奴隶。另外，他们在将奴隶卖给种植园主和其他买家时也没有竞争
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以来年蔗糖收成的远期信贷进行购买。利润超过百分之三百的购买价值通常
还会获得高额的利率。”④鉴于犹太人在当地奴隶贸易中的活跃程度，有学者认为犹太人在巴西“主
宰着奴隶贸易”⑤。在苏里南，犹太人成为荷兰西印度公司转口贸易的代理人，向西班牙内地出售奴
隶、制成品和日用品，同时也向英法殖民地出售这些商品。库拉索的荷兰殖民当局许可犹太人从事
奴隶贸易活动，活跃于当地奴隶贸易的犹太商人有大卫·塞尼奥尔与雅各·塞尼奥尔(David and Jacob
Senior)兄弟、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科雷亚(Manuel Alvares Correa)。⑥

从参与方式和占有份额来看，犹太人在荷兰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到
达阿姆斯特丹几年后，富有的犹太人也开始拥有奴隶。阿姆斯特丹的塞法尔迪商人积极从事非洲商
品贸易和奴隶贸易，许多犹太人参与到三角贸易中，将奴隶从非洲运至西印度，在那里换取蔗糖，然

后将奴隶带到新英格兰。从 16 世纪 80 年代到 17 世纪中叶，蒂亚戈·努涅斯·贝尔蒙特(Diogo Nunes
Belmonte)、德帕斯(Miguel de Pas)、杜阿尔特与大卫·德·帕拉西奥斯(Duarte and David de Palacios)

和曼努埃尔·迪亚斯·亨里克斯(Manuel Dias Henriques)是这一时期荷兰犹太人从事奴隶贸易最为重
要的代表。⑦ 学者安顿斯与菲利帕·达·席尔瓦对阿姆斯特丹参与奴隶贸易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对现
存于阿姆斯特丹商业合同档案馆 1596—1675 年的 370 份商业合同进行了分析。结果是，在投资份
额上，属于犹太商人的有 166 份合同(占总数的 44. 9% )，基督徒为 204 份(占总数的 55. 1% );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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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拉姆·科恩:《新奥尔良的早期犹太人》(Bertram W． Korn，The Early Jews of New Orleans)，犹太历史协会1969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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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帕·达·席尔瓦:《西非的荷兰人与葡萄牙人》(Filipa Ｒibeiro da Silva，Dutch and Portuguese in Western Africa: Empires，
Merchants and the Atlantic System，1580 － 1674)，博睿出版公司 2011 年版，第 2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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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奴隶贸易合同总数为 42 份，犹太人和基督徒分别为 20 份和 22 份，基本上持平。在投资偏好方
面，基督徒和犹太人存在一些差异，基督徒的奴隶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几内亚湾，而塞法尔迪人主要

活跃在北非、安哥拉和桑给巴尔(见表 1)。但在奴隶贸易涉及的商品种类中，犹太人与基督徒差别
不大。在几内亚湾，基督徒商人主要从事黄金、象牙、石蜡贸易。塞法尔迪商人在北非主要从事黄
金、白银、宝石贸易，而在桑给巴尔从事黄金、象牙、兽皮贸易。在奴隶贸易方面，安哥拉份额最大，

占 29%，其次是北非地区，占 14%。犹太人偏好的地区主要是处在葡萄牙的商业影响范围内，从而
得以借助塞法尔迪贸易网络的联系进入伊比利亚和地中海市场。与基督徒的商业线路通常选择西
印度公司的商业影响范围不同，犹太人的奴隶贸易船只连接着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地与西非美洲的
贸易据点。①

表 1 阿姆斯特丹商人对非洲商业与奴隶贸易的参与( 1580—1674 年) ② (单位:% )

非洲商业 奴隶贸易

犹太人 基督徒 犹太人 基督徒

非洲未指明的地区 1 22 5 40

非洲北部 39 1 14 2

桑给巴尔 7 0 0 0

几内亚湾 0 14 0 10

安哥拉 16 1 29 0

奴隶转手贸易与拍卖活动也是犹太人在美洲地区参与奴隶贸易的方式，犹太人是美洲奴隶市场

上奴隶拍卖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犹太人在荷属巴西的奴隶拍卖市场比较活跃，从购买数量及份额来
看，1637 年为 71 名奴隶，占总购买数的 12% ;1641 年达 445 名，比例为 38% ;比例最高是在 1643 年，

达 63%。从荷属巴西的整体情况来看，犹太人参与奴隶拍卖的份额在 1 /3 左右，当地的奴隶拍卖活
动几乎从不在犹太安息日或其他宗教节日进行，③由此可见犹太人的重要影响。此外，和其他白人殖
民者一样，美洲犹太人也拥有奴隶并将其用于种植园的劳作。犹太人在苏里南、库拉索等地拥有许
多奴隶种植园，许多犹太人成为种植园主，出现了所谓的“种植园犹太人”(Plantation Jews)，④在犹太
种植园中大量使用黑奴从事劳作。根据 1680 年巴巴多斯的人口普查数据，该年巴巴多斯首府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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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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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敦(Bridgetown)54 个犹太家庭拥有 163 名奴隶(占当地奴隶总数的 11. 3% );①在库拉索，1744 年
共有 2098 名奴隶，其中 310 人属于犹太人(占当地奴隶总数的 14. 8% )，1765 年犹太人拥有 860 名
奴隶，占当地奴隶总数 5534 人的 15. 5%。② 通过这些方式，犹太人进入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以及美
洲的种植园经济中。综合来看，犹太人对奴隶贸易的参与程度既非主导性的，也非完全边缘性的，他
们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地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荷属统治下的巴西殖民地。但是，荷兰在
奴隶贸易中的比例并不高，根据学者约翰内斯·波斯特玛对荷兰奴隶贸易的估算，在荷兰奴隶贸易处
于鼎盛的 17 世纪中期，其在全部奴隶贸易中的份额也不超过 5%。③ 因此，与同时期的基督徒相比，
犹太人在奴隶贸易中的作用总体上来说十分有限。

二、蔗糖贸易

1400—1800 年，蔗糖作为国际贸易中的大宗产品，是大西洋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蔗糖业塑造
着近代早期的新世界乃至整个大西洋经济体系，这在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在美洲的
殖民地经济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蔗糖起源于亚洲，可能从新几内亚传播到远东、中东，乃至地中海区
域。④ 葡萄牙与意大利商人首次在 15 世纪初将之引入大西洋地区。1430 年，蔗糖种植被引入到马
德拉群岛，随后扩展到其他大西洋岛屿。例如，在圣多美和佛得角地区。16 世纪初蔗糖被引入到巴
西，从而使其在整个近代早期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商品。⑤

借助其在美洲以及印度殖民地的广阔经济联系，塞法尔迪犹太人在以蔗糖为代表的大西洋贸易

类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者萨洛·巴龙等人指出，“蔗糖提炼技术通常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当
蔗糖被开始用于日常消费(15 世纪)后，马兰诺在将蔗糖种植引入马德拉、亚速尔、佛得角群岛、圣多
美与普林西普等大西洋岛屿，以及 16 世纪介绍到加勒比群岛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他们
也将蔗糖种植技术从马德拉带到美洲，第一个蔗糖作坊和种植园的所有者杜阿尔特·佩雷拉(Duarte
Coelho Pereira)允许大批蔗糖种植方面的犹太专家来到巴西，其中包括第一批重要的犹太蔗糖作坊
所有人之一蒂亚戈·费尔南德斯(Diogo Fernandes)”⑥。值得注意的是，大批犹太人和新基督徒参与
到蔗糖种植及蔗糖贸易中，为其提升社会地位、改善经济状况提供了新的机遇。著名学者罗斯指
出，在 17 世纪中叶之前，蔗糖、烟草以及类似的殖民地商品贸易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犹太人与马
兰诺。⑦

许多犹太人和马兰诺参与到蔗糖贸易中。例如，希梅内斯家族(Ximenes family)在将蔗糖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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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以及西北欧尤其是安特卫普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许多安特卫
普的犹太商人在该港口的蔗糖贸易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并在安特卫普成为欧洲蔗糖的主要市场的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犹太商人在当地建立了许多蔗糖提炼厂。① 自进入阿姆斯特丹定居之时
起，犹太商人就主导着当地的蔗糖贸易。据相关资料考证，1596 年，犹太蔗糖商人(也从事丝绸贸
易)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维加(Manoel Ｒodrigues Vega)在阿姆斯特丹有两个大的货仓，其中一个用
来储存来自圣迈克尔岛的蔗糖，②而这些运往荷兰的蔗糖主要来自巴西殖民地。

从 17 世纪 20 年代开始，由于西班牙天主教当局实行宗教迫害政策，许多马兰诺离开安特卫普
前往阿姆斯特丹，后者开始取代安特卫普在蔗糖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在 1622 年一封写给尼德兰联
合省中央议会的信中，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商人如此写道，“在十二年停战期间，每年有成千上万箱
蔗糖由我们的船只运到荷兰……航运业与商业的增长如此显著以至每年建造 12 艘到 15 艘船只用
于商业活动……我们是如此成功而需要所有的葡萄牙帆船用于从这些海域运输蔗糖”③。而且，不
少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在当地建立起制糖厂，如亚伯拉罕·佩雷拉与以撒·佩雷拉(Abraham and Isaac
Pereira)、大卫·德·阿圭拉(David de Aguilar)。④ 1655 年，亚伯拉罕·佩雷拉与以撒·佩雷拉向阿姆斯
特丹市政府申请建立蔗糖提炼厂，市政府批准了这一申请，但条件是他们每次的出售额不得低于

1000 磅，意在限制犹太人进入零售领域。⑤ 此外，许多阿姆斯特丹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参与到荷属殖
民地的蔗糖贸易中，西印度公司运载大批蔗糖原料到阿姆斯特丹进行加工提炼，而后运往法国、英
国、波兰、瑞典、丹麦、波希米亚、奥地利、摩拉维亚、吕讷堡(Luneburg)、萨克森、布伦瑞克、黑塞、西里
西亚及德意志其他地区。

犹太人对蔗糖种植和蔗糖贸易的参与主要是在美洲殖民地。巴西的蔗糖业是近代早期大西洋
经济体系中的关键部分，蔗糖种植与加工业的发展成为巴西经济出口的支柱。据有关史料，巴西最
早的蔗糖种植可能是由新基督徒从马德拉群岛引入的。⑥ 1550 年，巴西有 5 座蔗糖作坊，到 1600 年
增至 120家，其中至少 1 /5属于犹太人。伯南布哥总督杰罗尼莫·阿布奎克(Jeronimo de Albuquerque)
1556年在一封写给葡萄牙国王多姆·若奥三世(Dom Joo Ⅲ)的信中特别提及了新基督徒蒂亚戈·费
尔南德斯，认为在巴西没有任何人在蔗糖种植园管理方面的技术和知识能与费尔南德斯相媲美，“人
们将不会在这整个国家找到一个比费尔南德斯更能干的人”，建议王室给予特别的许可，赔偿费尔南
德斯由于印第安人破坏而带来的损失。⑦

在荷属巴西期间(1630—1654)，塞法尔迪人在当地蔗糖经济中发挥着支柱性作用。荷兰征服巴
西殖民地后，伯南布哥 44 个被废弃的种植园被西印度公司没收并转卖，其中 6 个被卖给了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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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9 年，荷属巴西 166 座蔗糖作坊中有 10 座属于公开表明自己身份的犹太人，但其他属于秘密犹太
人的作坊还有不少。① 塞法尔迪商人不仅在蔗糖贸易中充当传统的投资家与中间人身份，也积极进
入生产领域，获取土地直接从事蔗糖种植，供应与管理工人以满足劳动力密集型蔗糖业的需要。他
们在荷属巴西充当着“蔗糖业的投资者、蔗糖经纪人和出口商，以及奴隶的供应商，接受以蔗糖的资
本和利息进行赊购”②。1640 年至 1649 年，游历于巴西的著名旅行家简·尼尔霍夫在其游记中写道，
“不在(荷兰西印度)公司供职的巴西自由民当中，犹太人的人数最可观，他们从荷兰移民而来。他
们从事的贸易比别人都大;他们购买了制糖作坊，并在累西腓建造了豪宅。他们都是商人，如果能对
他们的贸易适当限制的话，将对荷属巴西具有重要意义”③。犹太人与新基督徒对巴西蔗糖业乃至
整个经济的作用至关重要，这点也为巴西历史学者所认可。巴西著名历史学者吉尔伯托·弗雷尔写
道，“至于犹太人，有证据表明他们是为巴西蔗糖生产者赢得市场的最为活跃的代理人之一，在殖民
化的第一个世纪充当着美洲这一行业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对建立一流蔗糖作坊负责的最为能干的那

些技术人员”④。
1654 年巴西被葡萄牙重新夺取后，大批犹太人转移到荷兰其他殖民地(苏里南、库拉索等)以及
英法殖民地(巴巴多斯、牙买加、马提尼克等)，他们将蔗糖提炼技术引入到这些地区，获取许多大型
的蔗糖种植园，在当地蔗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1655 年，本杰明·达·科斯塔(Benjamin da Costa)

将蔗糖种植引入马提尼克，与他一同前往的有 900 名犹太人，极大地推动了当地蔗糖业的发展。⑤ 据
估计，1694 年大约有 500 名犹太人定居在苏里南，40 个蔗糖种植园控制在犹太人手中。⑥ 到 1730

年，当地 401 个种植园中的 115 个为犹太人所拥有。⑦ 18 世纪初期，塞法尔迪人逐渐失去了其在蔗糖
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和汉堡蔗糖贸易中的份额下降是由于不断加剧的竞争，而在

巴西是由于对马兰诺的迫害以及该国贸易的不断衰退。⑧ 到 18 世纪中叶，伦敦逐渐超过阿姆斯特丹
成为蔗糖贸易的中心，而犹太人在此项贸易中的地位也不断降低。

三、烟草贸易

烟草种植以及加工业也是港口犹太人从事的主要贸易类型之一。历来有这样的传说，登上美洲
陆地的第一个欧洲人———路易斯·德托雷斯(Luis de Torres)，也是第一个使用烟草的欧洲人，而德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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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维兹尼泽:《殖民地巴西的犹太人》，第 69 页。
阿诺德·维兹尼泽:《殖民地巴西的犹太人》，第 70 页。
简·尼尔霍夫:《在巴西和东印度最重要地区的卓越航行和旅行》( Jan Nieuhoff，“Ｒemarkable Voyages and Travels into Brazil，
and the Best Parts of the East Indies”)，阿旺森·丘吉尔、约翰·丘吉尔编:《航行和旅行集》(Awnsham ＆ John Churchill，eds．，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第 2 卷，伦敦梅斯里斯 1732 年版，第 135 页。
吉尔伯托·弗雷尔:《奴隶主与奴隶:巴西文明发展研究》(Gilberto Freyre，The Masters and the Slaves: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azilian Civilization)，诺普夫公司 1946 年版，第 7 页。
萨洛·巴龙、阿卡迪乌斯·卡汉等:《犹太经济史》，第 190 页。
康内里斯·格斯林加:《加勒比与圭亚那的荷兰人，1680—1791》(Cornelis C． Goslinga，The Dutch in the Caribbean and in the
Guianas，1680 － 1791)，范格卢坎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360 页。
维姆·克鲁斯特:《苏里南与库拉索的犹太人》(Wim Klooster，“The Jews in Suriname and Curaao”)，保罗·贝纳尔迪尼、诺尔
曼·菲尔灵编:《犹太人与欧洲在西半球的扩张，1450—1800》，第 352 页。
萨洛·巴龙、阿卡迪乌斯·卡汉等:《犹太经济史》，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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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斯是一名秘密犹太人。① 1492 年 11 月 2 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舰队在后来被称为古巴的地方
靠岸，他派遣德托雷斯和几名船员下船去打探当地的情况。11 月 6 日，德托雷斯返回时说发现了一
个村庄的民众“吸食大烟”②。据此传说，德托雷斯将烟草和吸烟活动引入到欧洲。该事件为哥伦
布的随从牧师巴托罗缪·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527 年写成的《印第安人史》

所记载。③

港口犹太人在海洋贸易网络方面的广泛联系，使他们在从西属美洲殖民地获取烟草供应方面处

于有利地位，促使其在推动烟草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学者这样强调，“在哥伦布为欧洲
发现烟草后的头两个世纪，马兰诺参与到烟草种植活动并将其引入到欧洲。犹太人从事着烟草业
(从 17 世纪开始普遍)及吸鼻烟业(从 18 世纪开始普遍)，并进入了烟草贸易，烟草开始成为一种奢
侈品，并逐渐成为大众消费的商品”④。在加勒比地区的主要烟草供应基地———古巴、牙买加等地，

都分布着犹太烟草商的代理人。16、17 世纪，烟草在欧洲成为一种主要的日常用品。北欧的犹太人
(尤其是阿姆斯特丹、汉堡)积极参与到烟草种植、提炼及加工过程中，他们以阿姆斯特丹和汉堡为基
地，从美洲的烟草产地大批运入烟草原料，然后在当地进行加工，再运往欧洲各地进行出售。除阿姆
斯特丹和汉堡的犹太社团以外，犹太人还参与到许多小镇的烟草加工业中。例如，在西南德意志的
巴登州，犹太人是从事烟草种植及出售的主要商人，他们参与纸烟和烟丝的购买、加工、制作过程，并
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⑤

由于荷兰及其殖民地的繁荣发展，加上犹太人的重要推动作用，荷兰成为烟草贸易的重要中转

地。1611 年，烟草被正式引入荷兰，随后不久就有犹太人从事烟草制造与贸易。同年，弗朗西斯科·

努涅斯·霍门(Francisco Nunes Homen)，即大卫·阿本达纳(David Abendana)，在荷兰的霍恩(Hoorn)

出售了一批烟草给一名商人。⑥ 1620 年，阿姆斯特丹经纪人行会中有两名犹太烟草经纪人。当时存
在两种主要的烟草类型，一种是从巴西进口的烟草，另一种是本地生产的烟叶。从事烟草进口的塞
法尔迪商人通常雇用阿什肯纳兹人作为烟草加工工人。⑦

17 世纪中期，阿姆斯特丹当地烟草贸易的最高额达到每年出口 5700 万磅，其中 700 万磅优质烟
草来自南美与西印度地区，而犹太人在此行业分支的人数非常可观。在烟草进口贸易中发挥重要作
用的至少有 30 个商业家族，其中 10 个都是犹太家族。⑧ 阿姆斯特丹当时最大的烟草商是伊萨克·伊
塔利安德( Isak Italiaander)，他与雅各·门德斯( Jacob Franco Mendes)、伊萨克·门德斯( Isak Men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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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吉尔曼:《犹太人与吸烟》(Sander L． Gilman，“Jews and Smoking”)，桑德尔·吉尔曼、周逊编:《烟:吸烟的全球史》
(Sander L． Gilman ＆ Zhou Xun，eds．，Smoke: A Global History of Smoking)，利克顿图书公司 2004 年版，第 278 页。
《烟草》(“Tobacco”)，《犹太百科全书》(The Jewish Encyclopedia)第 12 卷，方克与瓦格纳尔斯公司 1905 年版，第 16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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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罗缪·德拉斯·卡萨斯:《印第安人史》(Bartolomé de las Casas，Historia de las Indias)第 1 卷，阿亚库乔图书馆 1986 年版，
第 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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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吉尔曼:《在边界上的吸烟犹太人》(Sander L． Gilman，“Smoking Jews on the Frontier”)，桑德尔·吉尔曼:《犹太边界:
论身体、历史与认同》(Sander L． Gilman，Jewish Frontiers: Essays on Bodies，Histories，and Identities)，帕尔格雷夫 －麦克米伦
出版公司 2003 年版，第 97 页。
赫伯特·布鲁姆:《17、18 世纪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经济活动》，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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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到 18 世纪初，阿姆斯特丹超过 1 /3 的烟草公司属于犹太人。① 萨拉·迪亚斯·

达·丰塞卡(Sara Dias da Fonseca)拥有雇用 14 名劳动者的大型烟草加工厂，她曾以 2950 荷兰盾的价
钱购买 2 万磅的当地烟草。摩西·约瑟夫(Moses Joseph)拥有价值达 1500 荷兰盾的 4 座烟草生产作
坊。就烟草贸易的交易额而言，撒母耳·伊萨克(Samuel Isak)与伊萨克·科恩( Isak Cohen)购买的烟
草金额达 15067 荷兰盾。1743 年，经营烟草商店的 10 名犹太人，其每年收入大约为 800 荷兰盾，其
中雅各·伊萨克斯(Jacob Isaks)的年收入为 2000 荷兰盾。同年，6 名犹太烟草零售商各自的年收入
也超过 800 荷兰盾。雅各·伊塔利安德尔(Jacob Italiaander)与亚伯拉罕·雅各布斯(Abraham Jacobs)

的寡妇的收入为 3000 荷兰盾;而另一个雅各·伊塔利安德尔的寡妇的收入为2000 荷兰盾。有 4 名烟
草经纪人列在纳税名册中，他们每年的收入约 800 荷兰盾。②

除阿姆斯特丹以外，在欧洲其他城市(汉堡等)犹太人也是主要的烟草商。例如，在曼海姆，犹太
人只占当地总人口的 4%，但其拥有的烟草公司占 40%。③ 1612 年，汉堡市政委员会允许来自葡萄
牙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在当地定居，他们作为贸易民族从事着烟草、蔗糖、咖啡、可可、棉布、香料等海
外商品贸易。犹太人是汉堡烟草业的主要从事者。17 世纪末，第一批定居于梅克伦堡的犹太人，就
是来自汉堡的烟草商人，他们垄断着当地的烟草贸易，其中最著名的是“烟草经销商”(Tabakspinner)

迈克尔·亨里奇森(Michael Hinrichsen)。④ 1683 年，塞法尔迪人也定居在荷兰的格罗宁根省，随后成
为烟草商人。在中欧的哈布斯堡帝国，犹太人到 18 世纪末才被允许合法从事烟草贸易，但他们在该
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很快凸显出来。1743—1748年，蒂亚戈·达圭拉(Diego d’Aguilar)借助基督徒贵族
作为中间人垄断了奥地利的烟草业，伊斯雷尔·霍尼格(Israel Hnig)在 1788年建立了国家烟草垄断。⑤

值得提及的是，一些地区的谚语与习俗中还将烟草与犹太人联系起来，这充分说明了犹太人在

此贸易种类中的特殊影响。在冰岛，尽管当地直到 20 世纪才有犹太人存在，但冰岛人习惯将某种进
口的商品与犹太人联系起来。例如，“犹太人的烟草”( Jú ＜ eth ＞ atóbaki ＜ eth ＞ )是由丹麦犹太人在
18 世纪早期带到冰岛的。⑥ 这种社会现象无疑是犹太人在烟草贸易中拥有重要影响力的体现。不
仅如此，犹太人还率先使用广告这种新式销售方式向公众介绍烟草。1727 年 6 月 18 日，荷兰的两名
犹太经纪人丹尼尔·阿泽维多与拉斐尔·阿泽维多(Daniel ＆ Ｒaphael Azevedo)刊登广告，表示他们将
出售一种上乘的哈瓦那烟叶。⑦

四、钻石贸易

与奴隶、蔗糖、烟草贸易不同，珠宝业几乎从一开始就控制在犹太人手中。迈克尔·沙沙尔
(Michael Shashar)曾略带调侃地说，“‘犹太人’一词或许来自‘珠宝’( Jewels)，反之亦然”⑧。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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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中叶以后，奴隶、蔗糖与烟草贸易在跨大西洋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下降，钻石贸易的重要性日益
上升，而犹太人在其中的比重更高，比他们在奴隶、蔗糖、烟草贸易中的参与比重都要大。地理大发
现后，随着钻石珠宝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主要奢侈品，犹太人积极开拓印度与巴西的钻石原材料市

场，将之运至阿姆斯特丹与伦敦进行加工、切割。犹太人在钻石贸易中获得了近似于垄断的地位，这
很大程度上来自众多的内外部条件。首先，钻石量小价值大，便于远程携带，加上犹太人经常被迫流
散，使得这项贸易特别适合犹太人从事，他们在此领域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其次，直到 16 世纪，钻
石在欧洲仍很珍稀并且是一种新商品，该行业分支没有受到中世纪贸易与行会的限制。① 最后，尤为
重要的是，钻石贸易线路与犹太人流散的主要中心(如尼德兰、伊比利亚半岛、奥斯曼帝国、埃及、印
度等的港口城市)基本一致，为其从事钻石贸易提供了天然的便利。例如，利沃诺犹太钻石商人埃尔
加斯与西尔维拉家族(Ergas ＆ Silvera)的代理人遍布地中海—西北欧—印度洋贸易沿线，其联系网
络覆盖了钻石贸易线路上的主要港口。② 基于此，有学者将钻石贸易称为“一项典型的‘犹太’商业”
(a‘Jewish’business par excellence)③。
钻石切割与抛光是一项获利巨大的行业，其主要顾客是欧洲宫廷及上流社会。一些宫廷犹太

人，专门为欧洲君主及贵族采购并供应钻石及其他奢侈品，如瑞典的阿隆·以撒(Aaron Isaac)、维也
纳与维腾堡的奥本海默家族( the Oppenheims)、埃弗拉姆家族(Ephraim family)。④ 从一开始，来自葡
萄牙的塞法尔迪人就主导着阿姆斯特丹的钻石加工与贸易。早在 1615 年，就记载有来自葡萄牙的
犹太钻石磨光技师，随后他们雇用贫穷的阿什肯纳兹同胞。⑤ 在 17 世纪大批定居阿姆斯特丹的犹太
人中，有许多珠宝批发商以及钻石抛光商，他们主要从安特卫普和里斯本进入阿姆斯特丹，帮助建立

了阿姆斯特丹的宝石贸易和钻石抛光业。葡萄牙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的钻石生产与批发领域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为该行业提供着资金支持，并将钻石成品运送到欧洲各大城市进行出售。
1700 年到 1704 年，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分支进口了价值达 6381 荷兰盾的钻石，而犹太人购买了
其中的 49. 5% (3158 荷兰盾)。1724—1728 年，该公司分支进口了价值 7605 荷兰盾的珠宝，而犹太
人购买了其中 5995 荷兰盾的珠宝，份额达 78. 8% ;进口了价值 12893 荷兰盾的珍珠，犹太人购买了
1807 荷兰盾的珍珠，达 14%。⑥

在 17 世纪阿姆斯特丹的钻石商人中，犹太商人曼努埃尔·利未·杜阿尔特(Manuel Levy Duarte，
1631—1714)具有重要影响力。曼努埃尔精通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荷兰语等语言，他与朋友雅
各·阿提亚斯(Jacob Athias)在珠宝贸易领域有丰富的经验，曼努埃尔尤其擅长鉴定未抛光的钻石。
1660 年，他们分别与阿姆斯特丹一位珠宝商曼努埃尔·杜阿尔特(Manuel Duarte)的两个姐妹结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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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埃特·博阿斯:《犹太人与阿姆斯特丹的钻石贸易》(Henritte Boas，“Jews and the Amsterdam Diamond Trade”)，《罗森塔
利亚纳研究》(Studia Ｒosenthaliana)第 26 卷，1992 年第 1、2 期合刊，第 214—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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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丰厚的嫁妆，组成了一个商业合作伙伴。1661 年，曼努埃尔·杜阿尔特去世后，他们继承了其
大量财产。这很可能是曼努埃尔在其名字加上其妻子姓氏的原因，这也是葡萄牙人的习惯。从此之
后，他自称为“曼努埃尔·利未·杜阿尔特”。他与阿提亚斯的商业合伙公司被命名为“阿提亚斯与利
未公司”，直到阿提亚斯 1690 年去世一直沿用该名称。①

到 17 世纪中叶，获准进入英国的塞法尔迪人又在新兴的伦敦钻石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结合
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宝石原材料的垄断地位，伦敦在 18 世纪成为欧洲乃至世界钻石业的中
心。② 犹太人在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地的钻石切割业以及钻石加工市场中占有主导地位，

到 18 世纪末，他们构成了钻石加工工人的 1 /5 以及钻石销售经纪人和钻石加工工厂拥有者的 3 /4。③

到 18 世纪中叶，钻石业为阿姆斯特丹至少 600 个犹太家庭提供了生计。“通常他们(犹太人)存在于
这个最为有利可图的交易是必然之事……他们在宝石贸易中尤其活跃……许多阿姆斯特丹犹太人
从事宝石等的抛光，尤其是从事未加工的钻石。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这个领域具有独占的地位。”④犹
太人在该贸易领域的主导地位，引发了基督徒同行的抗议。1748 年，阿姆斯特丹 300 名基督徒钻石
工人向政府请愿要求限制犹太人在该行业中的人数以及禁止犹太人在礼拜天工作，当局对此拒绝采

取行动，因为“犹太人建立了这个城市的钻石贸易”⑤。

结 语

15、16 世纪大西洋经济蓬勃兴起之时，大批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正被驱逐，他们随着西班牙人
与葡萄牙人的海洋扩张而参与到新兴的大西洋经济体系中。尽管没有国家载体为商业机构及其活
动提供保障，但是，穿梭在各殖民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之间的港口犹太人，在商
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海路连接起了新旧大陆，其活跃的地区包括欧洲、地中海、美洲、西非乃
至印度洋等，成为近代早期全球经济交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散布在各地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得以在
跨大西洋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根本条件，是他们构建起洲际性的亲族关系纽带和商业关系网络。

基于共同的伊比利亚起源之上的亲族和血缘联系、对犹太教古老遗产的认同，以及语言方面的相通
(都懂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塞法尔迪人在维系和加强相互之间的商业联系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便
利条件。耶鲁沙尔米分析道，“在 16 世纪到 18 世纪的世界犹太人中间，塞法尔迪人和马兰诺流散社
团以比喻和实际的方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扩展性的家族(a huge extended family)。对共同起源、历
史命运和集体认同的明确意识，地理距离本身无法松弛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密切而缠绕的关系网

络。通常这些真实的纽带即是血缘和亲族。……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超越了区分基督徒与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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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或者新教与天主教国家的宗教与地缘政治界限。这种国际性凝聚力至少成为塞法尔迪人商业
成功的主要根源之一”①。曾在英属牙买加殖民当局担任高级官员的爱德华·朗，在探讨当地犹太人
何以发挥重要作用时也指出:“他们(犹太人)对外国语言的熟稔和与散居在西属殖民地、西印度殖
民地广阔地区的同胞之间的交往，帮助他们极大地扩展贸易活动和增加该岛的财富。”②

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蔗糖、奴隶与种植园是大西洋经济的三大关键因素”③。通过
散布在各地的家族分支和代理人构成的贸易网络，港口犹太人积极参与了奴隶、蔗糖、烟草及钻石等
跨大西洋贸易，在近代早期的大西洋经济体系乃至世界经济史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在经济领域
中，它们(犹太定居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 17 世纪初开始，这些定居点遍布于欧洲以及美洲
与远东地区的每个重要商业中心。它们在西欧贸易中发挥了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作用。……它们
因而形成了一种商业关系网络，而除了中世纪的汉萨同盟，这种关系网络在历史上或许是无与伦

比的。某些商业分支几乎完全掌握在这些马兰诺定居点手中。他们控制了从东印度和西半球运
往欧洲的宝石进口贸易。珊瑚工业是一项犹太人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马兰诺的垄断。蔗
糖、烟草以及类似的殖民地产品贸易大多控制在他们手中。”④而且，犹太人还是许多跨大西洋贸易
种类的发起者与首倡者。例如，巴巴多斯、牙买加、巴西、苏里南、库拉索、马提尼克等地的蔗糖种植
与提炼技术都是由塞法尔迪犹太人率先引入当地的，他们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近代早期国际贸易的

先锋。

港口犹太人对跨大西洋贸易的参与比重超出了其人口比例，尤其体现在烟草、钻石等贸易中。

犹太人在当地社会中的人口比例通常不到 1%，但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影响远不止这个比例。阿
姆斯特丹是塞法尔迪犹太人的中心，在当地犹太社团最为鼎盛的 1700 年，塞法尔迪人达三千人左
右，仅占当地总人口二十万人中的 1. 5%，⑤但是，犹太人几乎参与到阿姆斯特丹经济生活的各个方
面。以犹太人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荷属西印度公司为例，公开犹太身份的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在该公
司的原始资本超过 3. 6 万荷兰盾，到 1674 年至少 1 /10 的主要股东是犹太名字，⑥而且还有许多使用
非犹太名字的新基督徒。⑦ 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影响力从以下事例可见一斑。1654 年，从巴西避难
而来的 23 名犹太难民向新阿姆斯特丹总督彼得·斯图文森(Peter Stuyvesant)申请定居北美，后者一
开始准备拒绝，而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在写给斯图文森的信中强调这样的举动“将会是不合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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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适的……尤其考虑到他们投资于这个公司的巨大股份”①。正是由于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干
预，使得这些难民成为定居北美的第一批犹太人。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犹太人发挥作用的程度
存在着差异，在荷兰殖民体系下的参与程度最高，奉行重商主义的英法殖民体系次之，天主教国家的

西葡殖民体系再次之。由于担心遭到宗教迫害，不少新基督徒和秘密犹太人通常以基督徒的名字从
事商业活动。因此，现有史料中所统计的犹太人的经济比重难免被低估。

港口犹太人对跨大西洋贸易的参与问题，关涉到“海洋史”、“全球史”、“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等诸多命题。长期以来，受制于民族国家本位视角的影响，过分强调国家或地区在近代早期全球经
济交往中的地位和贡献，而往往对曾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边缘少数族群(如亚美尼亚人、犹太人
等)关注不够。就近代早期的大西洋史研究而言，传统上通常根据民族国家的路径形成了“西属大西
洋”、“葡属大西洋”、“荷属大西洋”、“英属大西洋”、“法属大西洋”等范畴，这种将大西洋分割为不
同殖民体系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可行的分析视角，但这往往忽略了各大殖民体系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难以真正从整体上考察近代早期大西洋的历史全貌。作为犹太人推动近代早期不同文明之间交流、

互动与共生的突出体现，港口犹太人对跨大西洋贸易的参与为全球史和海洋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

的案例。通过对跨大西洋贸易的深度参与，港口犹太人不仅拓展了犹太人的经济活动空间，成为犹
太人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显著例证，而且丰富和扩展了“犹太大西洋”( Jewish Atlantic)②概念的
内容，推动了将大西洋世界视为一个彼此联系、互动频繁的网络整体的进程。

［本文作者艾仁贵，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副教授。］

( 责任编辑:李 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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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ing until 1974，the system effectively ensured the health of British school children，protected

the education rights of handicapped children，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dentistry，and

promot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children health education．

Ai Ｒengui，The Ｒole of the Port Jews in the Early Modern Trans-Atlantic Trade

Since the Age of Discovery，a trade network was formed by virtue of vast economic connections

and the Port Jews (mainly Sephardic Jew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Atlantic economic

system． During the 16th － 18th centuries，the Port Jew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mong major colonial empires． Being active in Europe，the Mediterranean，the Americas，West Africa

and the Indian Ocean，the Port Jews became a major force in global economic communication． They

were mainly engaged in colony-related trade exchanges，including slaves，sugar，tobacco，diamond，

etc． As the backbone of the colonial expansion and the overseas trade，they facilitated the exchanges

among civilizations through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Conversely，their

commercial activities brought them an enormous living space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greatly

enriching and expanding the concept of the“Jewish Atlantic”．

Chen Ｒihua，The Writing of Chorographies by the Gent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writing of chorographies in England began from the 1570s． William Lambarde’s

Perambulation of Kent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as the first example of the chorography． From then

on，there appeared with John Stow’s The Survey of London，William Burton’s The Description of

Leicestershire，and William Dugdale’s The Antiquities of Warwickshire． The writing of chorographies

became prosperous． From the late 17th century，the context of natural history became a part of the

chorography． It was the well-educated gentry who wrote the chorography． Some of the gentry were

lawyers，heralds，and some of them were antiquarians． The authors of chorographies loved Britain and

the nation，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d strong feelings of local identification． It is the formation

period of the nation state from the 16th century to the 17th century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locality and


